
全球治理知识体系

演化的逻辑∗

余博闻

　 　 【内容提要】 全球治理知识体系主要由治理愿景、 治理方法论和治理理论三

个子系统组成, 具有实践性、 学理性和价值性三大特点。 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演化

由实践反馈机制、 学理思辨机制和权威重构机制三大机制驱动。 实践反馈机制能够

直接检验治理理论的有效性, 并为理论创新提供素材。 学理思辨机制依靠论辩、 思

想引进和综合等方式影响治理理论创新的方向。 权威重构机制则通过重新构建全球

治理权威来推动新治理愿景和新方法论的产生, 进而影响治理理论在全球治理实践

中的地位。 实践反馈和学理思辨这两个反思性机制需要以权威重构机制为中介才能对

治理愿景和方法论产生影响。 反思性机制可以直接对全球治理理论进行塑造, 而权威

重构机制驱动的治理愿景和方法论变革可能会使治理实践的评判标准发生变化, 从而

间接对全球治理理论产生塑造效应。 以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为案例, 作者梳理了从

西方式现代化知识体系到新自由主义知识体系的演化过程, 探究该议题领域内全球治

理知识体系演化的逻辑。 进入 21 世纪, 全球南方国家除了在国际发展治理愿景和方法

论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外, 还在治理理论建构方面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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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全球治理是一项知识密集型事业。 全球治理的要义是通过制定规范、 规则和

具体政策等方式提供公共产品, 进而促进全球性公共问题得以解决。 在这个进程

中, 规范、 规则和政策不是凭空出现的, 需要知识体系作为支撑。 全球治理知识

体系能够通过高等教育、 科研文献、 学术团体、 相关平台和政策咨询等多种渠道

影响全球治理的政策制定者 (如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官员) 的思想, 进而指导其

实践。① 如在国际发展治理领域, 新自由主义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深刻影响了

西方国家在国际发展治理方面的教育和科研, 并被操作化为世界银行以及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促进方案。 因此, 要推动国际发展治理体系实现变革,

除进行国际制度改革外, 还需要提出一套新的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

近十几年来, 中外学者围绕全球治理变革问题展开了诸多有价值的探索, 分析

了正式国际制度和宏观理念变革的原理, 并讨论了中国的治理实践。② 然而, 既有

文献较少分析隐藏在制度和话语背后的全球治理知识体系变革问题。 中国学者聚焦

自主知识生产问题, 重点讨论了政治学、 区域国别学和经济学等学科自主知识体系

构建的必要性、 路径和现状等议题,③ 但这些研究多以描述、 号召和展望等方式从

纯学理的角度讨论知识体系的应然状态, 关注的是一般性的社会科学基础概念和理

论, 没有对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演化逻辑进行深入分析。 虽然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

演化与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演化密切相关, 但这种演化往往发生在全球层面且

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价值性, 因此也包含了学理维度之外的动力机制。 鉴于此,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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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首先梳理了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及其特征, 然后对与知识生产和演化相

关的政治学、 社会学和哲学理论做了简化和组合, 尝试提出一个指导实证分析的理

论框架, 通过追踪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演化的历史来展示本文理论框架的解释力。

二、 相关研究评述

对全球治理宏观理念要素变化进行分析的研究大多采用规范演变理论。 规范的演变

不同于正式制度变迁, 一般依赖争论、 说服和学习等话语性机制。① 规范理论的研究者

尤为关注崛起国改变国际规范的实践, 强调霸权话语的虚伪性会激励规范创新, 而崛起

国将利用本土文化建构新话语体系来挑战霸权话语的正统性。② 还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

中国式全球治理宏观理念的内涵与传播以及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提升等议题。③

但既有研究多以总结中国理念的内涵和描述相关历史经验为主要内容, 对理念演化背后

的复合动力机制缺乏理论提炼, 其研究对象也未涵盖整个全球治理知识体系。

近年来, 学界逐渐开始重视知识对全球治理实践产生的影响。 有学者对知识传

播作为全球治理工具的运作机制进行了分析,④ 还有学者强调应以批判性眼光审视

一些行为体对知识的垄断权以及由此派生的对概念、 标准和最佳治理实践的定义权,

审视其因掌握控制权而产生的权力效应。⑤ 相较于研究宏观理念和话语的文献, 既

·62·

　 全球治理知识体系演化的逻辑
■■■■■■■■■■■■■■■■■■■■■■■■■■■■■■■■■■■■■■■■

①

②

③

④

⑤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p. 887-917; 刘宏松、 吴桐: 《国家间论辩、 关键节点与国际制度改革》 ,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 2021 年第 9 期, 第 4—30 页。

Randall L. Schweller and Xiaoyu Pu, “ 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 S. Decl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1, 2011, pp. 41 - 72; Amitav Acharya, “ Norm Subsidiarity and
Regional Orders: Sovereignty, Regionalism, and Rule -Making in the Third Worl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5, No. 1, 2011, pp. 95-123.

吴志成、 吴宇: 《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初探》 , 载 《国际问题研究》 , 2018 年第 3 期, 第 21—41 页;
郭树勇: 《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向的新型国际合作理论》 ,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 2020 年第 5 期, 第 23—50 页;
孙吉胜: 《当前全球治理与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 , 载 《外交评论》 , 2020 年第 3 期, 第 1—22 页; 吴志

成、 李冰: 《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的中国视角》 ,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 2018 年第 9 期, 第 4—21 页。
徐佳利: 《知识分享、 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以世界银行实践为主线》 , 载 《外交评论》 , 2020 年第

5 期, 第 126—154 页。
Michael Barnett and Raymond Duvall, eds. , Power in Global Govern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Olivia Serdeczny, “The Effects of Political Knowledge Use by Developing Country Negotiators in Loss and Damage Negotia-
tion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23, No. 3, 2023, pp. 12- 31; Annabelle Littoz -Monnet and Juanita Uribe,
“Methods Regimes in Global Governance: The Politics of Evidence-Making in Global Health,”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
gy, Vol. 17, No. 2, 2023, pp. 1-22; Hans Krause Hansen and Arthur Mühlen-Schulte, “The Power of Numbers in Glob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15, 2012, pp. 455-465; 陈雪莲: 《全球治理中的知

识生产与结构性权力竞争———以专业性国际组织 FATF 为例》, 载 《太平洋学报》, 2022 年第 9 期, 第 11—22 页。



　 2025 年第 12 期

有研究更加聚焦专业性全球治理知识, 与全球治理实践的联系也更加紧密, 但这些

研究只是将知识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 没有探究驱动知识体系演化的内在动力机制

这一问题。

有学者讨论了全球治理知识的改革和创新问题。 如赵可金指出, 由于西方全球

治理知识的狭隘性、 局限性和失效性等原因, 对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革新势在必

行。① 也有一些学者总结了国际发展治理领域内中国特色全球治理知识的内涵、 价

值和影响, 对西方知识体系的演进历史、 西方知识体系的局限性以及中国和其他全

球南方国家提出的新知识进行了梳理。② 还有学者讨论了中国发展知识的扩散问题,

强调知识扩散的渠道主要体现为跨国间的政商互动。③ 在气候与金融等议题领域,

有学者提出非西方知识的生产受到了来自西方 “主流知识” 的结构性制约。④ 虽然

既有研究都初步涉及全球治理知识演化议题, 相关学者也零散地论及知识演化的动

力和制约因素 (如传统知识的失效、 结构性权力等), 但这些研究重在对不同知识

进行辨析、 批判和历史叙事, 在谈及非西方知识时多以归纳和描述为主, 并未系统

化分析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演化逻辑。 虽然有学者强调了科学与政治的相互作用,⑤

但只是将知识作为话语权建构的一个环节, 没有区分不同的知识类型, 也未清晰讨

论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互动关系。 还有学者讨论了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国际组织生

产知识的类型, 但其关注的重点是国际组织行为模式的差异, 缺少对知识体系自身

演化问题的分析。⑥

本文对知识演化的逻辑进行了理论提炼, 对相关驱动机制进行了区分与组合,

尝试构建一个全球治理知识体系演化的分析框架。 在实证方面, 本文将国际发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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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知识体系作为案例, 论证和展示了实践、 思辨和权威逻辑推动知识体系演化的内

在运作机制。

三、 全球治理知识体系及其演化动力

要厘清全球治理知识体系演化的逻辑, 首先应在理解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不同

组成部分以及各部分特性的基础上, 将知识生产的一般性动力机制与不同类型的知

识结合起来分析。 本文将全球治理知识体系分为治理愿景、 治理方法论和具体治理

理论三个组成部分。 由于全球治理知识体系具有复杂性, 因此其演化进程也必然是

一个多机制驱动的系统性工程。 鉴于不同类型的知识具有各自的特殊性, 因此推动

知识体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在组合模式上也会有所不同。

(一) 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及其特性

知识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的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抽象的总和。 知

识的表现形式包含符号、 概念、 话语和原理等, 并以书籍、 文章和政策文件等为载

体。 知识体系是根据一定的原则和方法对既有知识进行整理的集合, 是根据某种逻

辑关系组合在一起的系统知识, 是知识的逻辑化和体系化的结果表现形式。① 按照

对知识体系的概念推演, 全球治理知识体系是为解决特定全球公共问题而开发的概

念、 理论和规范性认识的集合。 在分析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构成时, 有学者遵循本

体论、 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三分法指出, 本体论包含了对全球治理本质目标、 治理主

体和主体间关系的认识, 认识论是从学理上理解和认识全球治理的思维方式, 方法

论则是全球治理的中层理论。② 这一分析较好地展现了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多维性。

但从全球治理实践的角度来看, 由于全球治理是以定义问题、 设定规则和解决问题

为导向的持续进程, 且该进程还涉及如何处理权威施动者与接受者的关系,③ 因此

全球治理知识需要与全球治理体系的特征深度结合。 全球治理知识体系必须能够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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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全球治理实践中的三个核心问题: 一是为什么治理, 二是治理实践的组织原则是

什么, 三是治理目标如何实现。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结合全球治理实践对知识的要求构建了一个新的

三分法: 一是把本体论概念中关于全球治理本质目标的要素抽离出来, 将其单独

作为治理愿景的维度。 二是把原本被归于本体论的对治理主体和主体间关系的认

知归为方法论。 由于这类认知在全球治理实践中更接近治理实践的组织原则, 因

此可以在具体的治理方案设计与选择方面提供方向性指引。 三是直接使用治理理

论的概念来定义与治理实践紧密相关的理论知识, 避免在研究中将方法论等同于

中层理论而产生歧义。 通过这样的重组可以进一步厘清不同知识元素的差异性,

减少概念外延的重叠和概念歧义, 进而更紧密地与全球治理实践进行结合。 下文

将以定义和示例相结合的方式, 逐一讨论和分析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治理愿景、 方

法论和治理理论。

第一, 描绘全球治理愿景的知识主要包括旨在展现全球公共产品充分供给和全

球问题得以 (阶段性或局部性) 解决的概念、 话语和指标。 在一个成熟的全球治理

体系中, 这些概念、 话语和指标往往以大国、 重要国际组织或多边平台的政策文本

为载体。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MDGs)、 可持续发展目标 ( SDGs) 以及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 中关于净零排放和升温控制目标的表述等就是这类知识的典型例子。

治理愿景之所以对全球治理体系的运行具有重要性, 主要是因为全球治理愿景能够

对行为体进行政治动员并引导它们的努力方向。①

第二, 方法论一般是指研究者对科学标准和事实判定原则的认识, 可以为具体

的方法选择提供指导。② 结合对全球治理现实情况的观察, 全球治理的方法论包括

两方面内容: 一是全球治理主体间关系的组织原则, 二是在进行理论建构和形成治

理方案过程中所应遵循的适当原则。 在实践中, 全球治理主体间的关系一般可分为

两类: 一是治理者和被治理者的等级式关系, 以西方式国际发展治理中的援助者—

受援者关系为代表; 二是主体间相互平等和包容的关系, 以气候治理中的 “共同但

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为代表。 有学者认为, 西方国家经常采用二元思维来理解国际

事务, 这种二元思维如果被应用到全球治理理论构建和方案产生的过程中, 就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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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种基于自我想象且居高临下的 “开药方” 式治理方法论。① 相较于西方国家的

二元思维, 中国倡导的是共商、 共建、 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和真正的多边主义, 强

调在知识生产过程中遵循平等协商、 包容多样性的原则, 由此也形成了一种区别于

西方式二元思维的全球治理方法论。 与治理愿景一样, 方法论也主要以概念和话语

形式出现在各类政策文本中。

第三, 与治理愿景和方法论不同, 治理理论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组合在一起

的一系列命题, 一般包含两方面内容: 一是特定全球性问题产生的因果机制, 二是

对达成治理愿景的路径推理。② 典型案例主要有国际发展促进理论、 气候治理理论

(如碳定价、 碳锁定和复合治理理论)③ 以及金融危机的应对理论等。 治理理论通常

出现在学术文献中, 但要在全球治理实践过程中发挥影响, 该理论必须被权威机构

的政策文件吸收或采纳。 例如, 新自由主义发展促进理论最初出现在发展经济学理

论文献中, 随后才被融入多边开发银行的政策文本。

全球治理知识体系具有价值性、 实践性和学理性的特点。 首先, 从全球治理追

求的长远价值来看, 全球治理应重视平等、 协调和合作等治理理念, 强调权威应在

多元主体间进行分配。 但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 全球治理知识体系仍然较多

地反映了特定权威所有者的价值判断和利益。 实际上, 这也符合哲学学者对知识与

权力间关系的认识。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认为: “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

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 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④ 在

全球治理中, 关于治理愿景和方法论的知识与权威所有者的联系非常密切, 因为治

理愿景和方法论能够引导资源的配置方向, 且不易被实践检验。 其次, 全球治理知

识体系尤其是治理理论必然会与全球治理实践紧密相连。 全球治理理论有转化为政

策指南的倾向, 那些经实践证明无法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知识最终必然遭到淘汰。⑤

最后, 全球治理主要由众多专业议题构成, 与之相配合的知识体系具有较强的学理

性。 全球治理知识尤其是其治理理论不能只是概念的简单罗列, 而需要成为 “一系

列的学术命题及其相互规定所构成的逻辑化的命题系统”, 而这又需要 “以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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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分析和论证的逻辑展开过程”。①

(二) 全球治理知识体系演化的动力

全球治理知识体系总是处在动态演化的过程中。 某种知识体系居于主流地位必

然有其限定的时空条件, 会不断受到检验、 批判以及来自新知识的挑战。 当然, 知

识体系的演化并不意味着该知识体系所有的构成要素会被彻底重构, 其演化过程往

往是渐进和曲折的, 很多时候只是体现为某些知识元素发生的变化。 结合全球治理

知识的特征并综合各种一般性的知识演化理论, 可以构建出一个包括实践反馈机制、

学理思辨机制和权威重构机制三种主要动力机制的分析框架。 这三种机制分别源于

各自的理论基础: 实践反馈机制提炼自科学哲学理论和建构主义的认知演化理论,

学理思辨机制来自建构主义的知识共同体理论以及国际关系理论演化原理, 权威重

构机制则是对国际秩序观转型理论和全球治理改革的实践总结。 本文认为, 由于全

球治理知识体系由不同类型的知识组成, 因此推动该知识体系演化的主要动力及相

关机制也不尽相同。

1. 实践反馈机制

全球治理语境下的实践是指通过制定具体的规则以及开展相关治理行动以推动

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活动。 实践是检验知识适用性的主要标准, 也是知识生产的动力。

一方面, 负面实践反馈可以激发知识创新行为。 在科学哲学文献中, 托马斯·库恩

(Thomas Kuhn) 和伊姆雷·拉卡托斯 ( Imre Lakatos) 虽然在不同范式 / 研究纲领的

不可通约性和变革程度方面存在分歧, 但他们都强调客观经验对理论的检验作用。②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 客观经验一般是科学观测得来的数据。 由于全球治理知识除了

被用于解释已经完成的实践, 还被用来指导实践, 因此对全球治理知识的有效性检

验往往表现为该知识被融入全球治理实践后能否产生与理论描述相符的全球治理绩

效。③ 知识和实践以共同体为载体, 共同体也是知识的评判者。 在全球治理语境

下, 共同体一般由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组成的政策共同体以及由研究者组成的知

识共同体构成。 当代实践理论和认知演化理论强调, 实践反馈在打破共同体内固

有认知结构方面具有关键意义, 即负面的实践绩效会导致期待与结果的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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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产生了不确定性和知识危机, 进而推动共同体对知识体系的质疑和反思。 负

面的实践绩效既可以是明显的治理失灵, 也可以是实践者经由跨共同体体验而产

生的认知冲击。①

另一方面, 实践对知识演化产生的作用还表现在实践为知识创新提供知识素材

方面, 主要包括三点: 其一, 实践不断促进背景知识成为共同体的集体知识,② 这

种背景知识在常规状态下往往会隐藏在认知帷幕之后, 但可以被专业研究者有意识

地进行归纳、 抽象化和理论化, 从而产生 “激活背景知识” 的效应。③ 其二, 在知

识危机下, 一些原本处于边缘地位且较为零散的知识以及另一些来自其他共同体的

已有实践经常被那些处于危机中的共同体用来再造新的知识。④ 其三, 危机中的共

同体可以先采取临时性应对行动, 然后再将这些权宜之计提炼成新知识。⑤ 总之,

基于实践的知识生产是一个多源流的综合与吸收过程, 其包含了借鉴外来实践、 将

外来实践与共同体实践融合再造的过程, 进而实现 “知识涵化”。⑥

虽然实践反馈机制是推动知识体系演化的强大动力, 但其影响力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 实践反馈机制通过对照实践绩效和知识来推动反思, 这就要求知识必须

是可检验的, 即检验过程需要有明确的因果关系推论以及可测量的标准。 因此,

实践反馈机制的理想作用对象是全球治理理论。 全球治理愿景和方法论等知识是

弹性和模糊的, 因此这些知识会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可证伪性, 也难以被实践检验。

因此, 全球治理愿景和方法论可能会规避、 延缓或弱化负面实践反馈带来的冲击。

例如, 新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等宏观理念是西方国家构建全球治理方案的逻辑起

点, 尽管西方国家提出的治理方案和具体理论在发展、 金融和气候等议题中不尽

相同, 但这些理论所遵循的宏观思想是共通的。 这也从侧面体现了与全球治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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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和方法论相关的全球治理知识所具有的弹性和适应性。① 对于这类全球治理知识

而言, 唯有通过建构新兴权威主体和推广替代性宏观理念才能突破其垄断地位,

但这超出了实践反馈机制的作用范围。 实践反馈既不是推动理论演变的唯一驱动

力, 也不能直接决定理论演变的最终结果, 原因有两点: 其一, 即便没有实践反

馈, 知识共同体出于纯学理的目的也能开展理论创新。 其二, 即便实践反馈冲击

了传统理论, 但对实践绩效的解读也是多样的。 同时, 基于归纳实践而直接产生

的知识多是概念而非理论。 概念是理论与社会事实之间的纽带, 理论则要讨论概

念之间的逻辑联系。② 如果要将知识体系化, 仅有概念是不行的, 将概念串联起来

进行理论加工是知识演化不可或缺的步骤, 而这需要更加学理化和专业化的知识生

产机制。③

2. 学理思辨机制

受到高等教育和规范化学科训练的学者往往是全球治理领域的重要知识生产

者。 如在气候治理中, 知识生产的主力是科学家团体; 在金融治理中, 主要国际

组织 (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专业人士往往会与高校和智库合作进行知识生产。

由于相关专家学者与国际组织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基本概念上达成了共识, 也能共

享学术实践活动经验, 因此构成了一个知识共同体。④ 知识共同体既可以从实践中

汲取知识, 还可以通过参加纯粹的学理思辨活动来构建新的知识体系。 学理思辨

是一个中性概念, 包含具有革命性的论辩以及保守性的知识综合和修补两类学术

活动。

一方面, 知识共同体围绕理论关键要素展开的论辩有助于推动理论的演化。 社

会系统具有高度复杂性, 社会科学理论只有放弃某些重要变量和分析层次才能获得

理论的精简性。⑤ 因此, 除出于更好解释实践的目的外, 知识共同体推动理论演化

的最直接方式是添加分析层次与变量, 或者质疑主流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假定。 如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演化过程中, 物质—理念之辩以及结构—行动者之辩都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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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的重要动力。 罗伯特·基欧汉 ( Robert O. Keohane) 和约瑟夫·奈 ( Joseph

S. Nye) 表示, 他们创造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一大方法就是 “思维实验” , 即观察

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颠倒过来可以得出什么样的新认识。① 除围绕关键变量的辩

论外, 概念和理论创新还可以通过对传统知识的再造以及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借鉴来

完成。② 虽然学理思辨机制和实践反馈机制经常纠缠在一起, 但学理思辨机制在处

理一些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得到验证的前瞻性问题时有可能独立于实践反馈而

存在。 在全球治理中, 许多治理理论起初是通过思想实验或作为理想治理模型被

提出来的, 而这些理论被提出时, 主流理论并不一定是被实践检验证明无效的理

论, 典型案例包括基于科斯定理的碳定价理论、③ 后现代发展理论和新自由主义发

展理论等。

另一方面, 虽然学理思辨机制能够驱动知识演化, 但知识共同体可能会从事更

加保守的活动来阻滞知识体系的全面演化。 这类保守活动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延续原

有理论或思想传统, 通过修补理论而非颠覆性创新的方式使理论回应现实。 这与拉

卡托斯所讨论的围绕保护带而非硬核的知识创新活动相类似。 这种活动有利于研究

纲领的强化而非颠覆。 罗伯特·考克斯 (Robert W. Cox) 认为, 有一类知识生产活

动是一种不断用理论和概念去支持既有主导性知识的过程, 这种知识生产虽然产出

了新的概念和理论, 但并不质疑主导性知识的假设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④ 如果知

识共同体参加以修补既有主流理论为宗旨的学理思辨活动, 知识体系演化将呈现路

径依赖的特征。

总之, 学理思辨机制虽然不能代替实践在检验和塑造理论方面的根本性作用,

但可以引导知识共同体对实践的解读。 因此, 实践中出现的治理失灵现象是否意味

着既有治理理论的失败?⑤ 如果是, 该理论创新应该转向哪个方向? 对于这些问题,

实践反馈并不能直接给出答案, 需要经由学理思辨机制进行理论塑造。 同时, 这种

理论塑造有时候会扭曲现实并产生对实践的错误解读, 这种现象可被称为 “学理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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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 效应。 此外, 知识共同体毕竟不是全球治理具体政策、 规则和方案的最终制定

者, 其生产的知识在上升为全球治理知识的过程中还需要得到政策共同体的认可和

采纳。

3. 权威重构机制

如前文所述, 虽然全球治理应该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包容性的权威分配, 但

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议题。 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的各部分与

某些全球治理权威所有者紧密关联。 知识能够强化全球治理决策者 (尤其是主要国

家和国际组织) 的权威, 而权威也会影响政策共同体对知识的选择。 作为全球治理

知识体系演化的重要驱动力, 权威重构机制是指行为体通过争取全球治理中的权威

(包括国际机构中的投票权、 非正式的议程设置权和话语权等) 来影响全球治理知

识体系的机制。 与现实主义理论讨论的权力博弈不同, 权威重构的深层动机并不局

限于狭隘的物质利益, 还包括增强全球治理权责分配公正性的动机。 权威重构机制

对全球治理知识体系演化产生了两种影响。

第一, 权威重构能直接引发知识创新行动。 从历史角度来看, 全球性知识大

多伴随大国崛起及其全球使命的扩张而产生。 与之对照, 崛起国在推动国际秩序

转型时一般会从秩序观入手建构一些理念层面的替代方案。① 如果将这一知识生产

逻辑应用到全球治理知识, 就会发现那些试图获取更大权威的行为体只要产生提供

替代知识的想法, 便能推动全球治理愿景和方法论的创新。 较为简单的操作方法是,

从逻辑上将关于全球治理愿景和方法论的主导性表述颠倒过来, 形成一系列 “不

是……” “反对……” 等否定性表述。 显然, 此种创新逻辑对权威所有者和相关概

念的要求极高, 而对知识的理论性、 论据和逻辑性的要求相对较低。 随着知识创新

的深入, 权威所有者也可以借鉴实践反馈机制和学理思辨机制这两大反思性机制产

生的知识进一步重塑全球治理愿景和方法论。 当然, 由于传统治理愿景和方法论具

有模糊性和较为广泛的兼容性, 因此反思性机制也无法彻底将其驳倒。 由于新的治

理愿景和方法论往往包含着新的价值取向, 知识变革对于传统权威所有者而言具有

不确定性, 并需要它们付出一定的政治成本。 因此, 治理愿景和方法论的演化并不

能由反思性机制直接推动。 例如对低碳转型的新认识以及对发展的重新定义等此类

对全球治理愿景的创新性想象, 在其产生后的相当长时间内, 由于缺乏权威所有者

的支持而被高度边缘化, 它们只能借着政策共同体内权威重构的契机才能产生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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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影响力。

第二, 权威重构机制对学理性和实践性更强的治理理论演化也会产生重要影

响。 治理理论演化的基础性动力是实践反馈机制和学理思辨机制两者作用的叠加,

虽然政策共同体无法对此加以控制, 但权威重构机制仍然可以产生三种效应: 其

一, 如果权威重构机制根本性地改变了治理愿景和方法论, 且这些改变足以重塑

治理绩效的评判标准, 则可以借助实践反馈机制来影响理论创新。 其二, 新权威

所有者可以改变知识生产的议程, 如大国可以要求国际组织开展关于特定问题的

研究, 进而显著增强该议程内知识的影响力。 当然, 这种能力并非大国专属, 拥

有权威的非国家行为体也可以发挥议程设置的作用。 其三, 权威所有者可以对理

论进行筛选, 即通过强制命令、 调整人员配置和控制资金调配等手段控制重要国

际组织和知识生产平台 (如智库和期刊等) , 将经过反思性机制生产出来的知识进

行有选择的认证、 综合、 数据化和置换等。 经过这些操作, 权威所有者可以仅允

许那些反映其实际利益、 政策取向和意识形态的治理理论得到推广并融入全球治

理实践。① 从改革者的视角来说, 如果要推动新治理理论获得全球性影响力, 则需

要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和制度性权力。② 当然, 这种筛选机制不可能超越实践反馈机

制对治理理论的根本性影响。 即便没有权威所有者的支持, 只要这些治理理论契合实

践的需求就能产生积极的治理绩效, 待权威重构进程开启后, 此类理论知识就有机会

上升为全球层面的治理理论。

4. 综合性框架

前文分别讨论了实践反馈机制、 学理思辨机制和权威重构机制的驱动作用以及

各自的内涵、 运行原理和影响力限度, 将这些内容进行有机组合后便可得到一个全

球治理知识体系演化逻辑的理论分析框架 (如图 1)。 该框架包含五方面内容: 其

一, 全球治理的愿景和方法论更多反映了全球治理中权威所有者的利益和价值, 其

演化会首先被权威重构机制驱动。 与之相对照, 反思性机制无法直接作用于全球治

理愿景和方法论。 政策共同体在没有发生内部权威改变时很难接受关于治理目标和

方法论的创新。 其二, 全球治理理论的演化同时受到三大变革动力机制的驱动。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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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反馈机制和学理思辨机制共同构成治理理论演化的基础性动力, 本文将二者合称

为反思性知识生产机制。 实践反馈机制虽然是变化和创新的源泉, 但理论演化并不

总是直接反映实践, 而是会受学理思辨机制的引导, 甚至一定程度上是 “学理滤

镜” 塑造的结果。 其三, 权威分配结构会干预反思性知识生产机制的理论建构效果。

只有通过了大国或权威性国际组织技术官僚的系统筛选, 并被认为有利于巩固其权威

的治理理论才会成为全球治理实践的指导性理论。 其四, 如果治理愿景和方法论变革

达到了可以重塑治理实践绩效评判标准的程度, 也会对治理理论产生间接影响。 其五,

如果能得到反思性知识生产机制的支持, 作为边缘性知识的新治理理论可以与主导性

治理理论并存, 但只有在既有权威分配结构出现重大变革的情况下, 新治理理论才有

可能从全球治理实践的边缘走向中心。

图 1　 全球治理知识体系演化的逻辑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表示直接推动作用, →表示干预性和间接性影响。 方框为知识体系组成部分, 椭圆

框为变革动力机制。

四、 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的演化

国际发展治理是指国际社会以改善发展中国家民众生活条件为目的而开展的

以资金、 技术和人员等为代表的公共资源的转移活动。 国际发展治理的目标和行

动具有全球性, 国际发展治理事关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和规则的制定, 因此该议

题属于全球治理的研究与实践范畴。 需要说明的是, 全球治理概念虽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才被正式提出, 但以解决全球性问题为导向的全球治理实践要早于该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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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出时间。 如果要追踪某个议题领域内全球治理知识的演化, 则需要将其起点

设置在相关实践产生之时。 从这个意义上说, 国际发展治理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

末。① 如果从知识的角度来看, 欧美国家在国际发展治理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不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发展援助, 还通过各类专业机构生产了关于什么是发

展治理愿景、 何为发展治理方法论以及如何促进落后国家发展三大问题的相关概念

和理论集合。② 尽管经历了时势变迁, 但国际发展治理议题中的治理愿景和治理方

法论总体上保持了稳定。 发展促进理论虽然经历了几轮更新, 但仍以新自由主义

为底色。 随着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发展治理事业, 国际

发展治理知识体系中的治理愿景和方法论正在被重塑, 发展促进理论也呈现多元

化趋势。

(一) 西方式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的历史演化

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基础, 以 “华盛顿共识” 为政策载体, 以西方中心主义、

干涉主义合作原则以及市场与制度中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知识元素是构成西方式

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的核心要素。③ 这套知识体系在 20 世纪 80 年代基本定型,

经过一定程度的修补和迭代, 直接指导了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实施

的一系列有条件援助活动。 本文认为, 新自由主义发展知识体系是一系列演化过

程的最终结果, 具体表现在四方面: 一是西方式现代化知识体系设定了国际发展

治理愿景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底色和治理方法论的不平等, 二是结构主义的发展促

进理论遭到了实践的冲击, 三是古典经济学思想传统被再次塑造, 四是西方形成

了对权威的垄断。 这四方面的条件共同支持了新自由主义发展知识体系的主导性

地位。

诞生于 20 世纪 40—50 年代的西方式现代化知识体系是欧美国家建构国际发展

治理知识体系的基石。 现代化知识体系涵盖了全球治理知识体系三方面的内容: 一

是在治理愿景方面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 并将其操作化为经济增长; 二是在治理

方法论方面将西方描绘为所谓 “发展导师”, 确立了援助者与受援者之间的不平等

关系; 三是在治理理论方面认为发展是阶段性和线性的, 强调落后地区应融入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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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并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组织方式。①

西方式现代化知识体系的生成是欧美国家自身发展实践、 “学理滤镜” 和东西

方权力竞争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原因有三点: 其一, 欧洲自 18 世纪末以来的

发展实践以及欧美人类学家在 “落后” 地区观察到的一些因融入外部世界而产生的

线性和阶段性文明进化现象共同为现代化理论提供了实践基础。② 其二, 现代化理

论的建构方法主要是基于对西方自身的想象, 并去除了西方发展实践中的一些重要

经历 (如殖民体系对殖民地的残酷剥削), 这也体现了 “学理滤镜” 的强大影响。③

其三, 这套知识体系虽然产生了广泛影响, 但也存在明显缺陷, 即该知识体系重在

维持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 例如, 历史上英法殖民当局资助人类学研究的核心目

标之一是支持殖民统治的强化。④ 又如, 在美苏冷战背景下, 美国学者沃尔特·惠

特曼·罗斯托 (Walt Whitman Rostow) 在阐述现代化理论时使用了具有政治性色彩

的 “宣言” (manifesto) 一词,⑤ 其目的就是找到一套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促进理论。

西方式现代化理论自诞生以来就不断遭遇挑战。 这种挑战首先来自学理维度,

即学界不仅批判了西方式现代化理论的线性发展观、 对发展逻辑的表面化陈述及其

过滤殖民历史的做法,⑥ 还尝试利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元素建构替代性理论。⑦ 20 世

纪 60 年代, 拉美地区的发展实践和反馈与现代化理论的承诺表现出明显的差距, 这

种现象成为学者建构依附理论的问题之源。⑧ 依附论批判了世界体系的剥削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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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发展中国家要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并在政府主导下发展现代工业体系。 强调政

府作用的观点在西方也得到了结构主义经济学者威廉·阿瑟·刘易斯 (William

Arthur Lewis) 的呼应, 尽管他更多地从凯恩斯经济学中获得灵感。① 自 1955 年万隆

会议以来, 全球南方国家在反殖民运动中加强了团结。 1964 年, 七十七国集团、 联

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非洲开发银行等重要机构成立。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

主要目标是促进并改善南方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南方国家在多边机制中

权力的提升引发了反新殖民主义研究的涌现。② 尽管如此, 现代化知识体系的演化

依然只是局部的。 国际学界对现代化知识体系进行批判的内容仅局限于发展促进理

论部分, 并未尝试为现代化知识体系对治理愿景的想象以及其不平等的治理关系寻

找替代品。 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治理愿景和方法论, 西方知识共同体得以继续炮制

源于自身想象的新发展知识体系。 20 世纪 60—70 年代, 西方成立了一系列专职国

际发展治理知识生产的机构, 其中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和英国的发展

研究院等。 大量的专业期刊也在该时期创刊, 如 《发展研究杂志》 (1964 年创刊)、

《发展与变革》 (1970 年创刊) 和 《世界发展》 (1973 年创刊) 等。 这些机构和研

究平台强化了西方的知识生产能力。

20 世纪 70—80 年代, 现代化知识体系在治理愿景和方法论方面保持着延续性

影响, 结构主义发展促进理论得到的消极实践反馈以及东亚看似超越结构主义理论

的发展经验共同为新自由主义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的兴起提供了动力, 具体表现

在两方面: 一是在实践层面, 20 世纪 60 年代末, 结构主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都陷入困境。 发达国家陷入 “滞胀”, 而旨在解决美国通胀问题的 “沃尔克冲击”

却引发了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 这两类实践反馈都使强调资本积累和政府干预的结

构主义发展促进理论受到冲击。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一些东亚经济体的外向型

经济模式获得了远比拉美地区更好的发展成绩, 这种情况也与结构主义的预期不符。

二是在学理层面, 早在结构主义饱受实践冲击之前, 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以芝加哥

大学为基地开始不断壮大。③ 在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等学者的推动

下, “芝加哥学派” 不断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中汲取养分, 发展出一系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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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的发展主张, 并将这种主张用计量模型加以包装。①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经

济理论虽然对自由市场实践进行了部分总结, 但没有如实反映西方在崛起过程中采

用的大量非自由主义政策, 因此该理论与现代化理论一样深受 “学理滤镜” 的扭

曲。② 在结构主义失势的契机下, 曾经在凯恩斯主义阴影下沦为边缘理论的新自由

主义提供了一套现成的替代性解决方案, 并借机大幅提升了自身的学术地位。③ “芝

加哥学派” 先在智利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试验,④ 后来将 “东亚奇迹” 解读为一个自

由主义得以成功的故事,⑤ 在政策界和学界进一步获得了强大的政策影响力。 但从事

后的发展情况来看, 无论是在智利的实验还是在亚洲出现的 “东亚奇迹”, 两者很难

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成功实践。 可见, 新自由主义在当时已成为 “主流” 学界解读

现实的强大滤镜。 总之, 在实践和学理机制的共同支持下,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地位

日益上升, 如弗里德曼和乔治·斯蒂格勒 (George Joseph Stigler) 均获得了诺贝尔经济

学奖, 杰弗里·萨克斯 (Jeffrey Sachs) 则担任了拉美地区多国的金融政策顾问, 甚至主

导设计了俄罗斯的 “休克疗法”。

新自由主义国际发展促进理论同时还得到了西方国际政治权力的支持。 在 20 世

纪 70 年代中后期, 以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 和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a-

ret Thatcher) 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政治力量分别在美国和英国掌权, 他们共同发起了

全面的自由化运动, 削弱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保障, 强化了资产阶级的统治。⑥ 在美

国的压力和经济学教育转型的大背景下,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的管理

层和雇员也出现了自由主义化倾向, 致使这两大核心金融机构成为新自由主义发展

政策的坚定执行者。⑦ 1996 年, 世界银行更是将自身定义为 “知识银行”,⑧ 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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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了西方对国际发展治理知识生产的控制。 与此同时, 以结构调整贷款为主要内

容的国际发展治理政策反过来又削弱了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力量。 总之, 在实践机制、

学理机制和权力机制的共同作用下, 原本强调以建构国际经济新秩序为核心的发展

促进方案逐渐被边缘化, 相关方又退回到西方式现代化理论早已铺就的思维方式中,

将发展不足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情况。①

由于新自由主义发展知识体系与国际发展治理实践深度融合, 实践反馈产生的

影响随之被放大。 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结构调整贷款项目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

的实践绩效并不理想, 反而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现象, 使相关国家更容易遭受金融

冲击, 导致自由化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逐渐衰减。② 面对实践的冲击, 由

于没有竞争性知识共同体和政策共同体可以提供有影响力的替代性知识体系, 以自

由主义者为主的西方知识共同体只能采用叠加和增补的方式对既有知识体系进行修

补。 西方知识共同体虽然先后引入了制度主义、 “良治” 和社会资本等概念, 但这

些概念都强调政府的功能主要是服务市场。 有学者因此认为, 世界银行提出的所谓

更包容的 《减贫战略文件》 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与社会赋权理论的叠加。③ 世

界银行在编撰各类报告时也要求加强对 “非自由主义发展知识” 进行审核。④ 这种

理论修补方式既反映了传统思想对创新的抑制, 又体现了权力的特定需要。 有学者

指出, 世界银行大肆鼓吹的社会资本理论事实上已经偏离其原始意涵, 其目的是方

便自己设计以社会赋权为中心的贷款项目。⑤

综上, 西方知识和政策共同体通过过滤自身发展经验生产出了一套异化的普遍

性发展理论, 这是西方生产发展知识的一种基本模式。⑥ 尽管西方式国际发展治理

知识体系存在许多内在缺陷, 但由于诸多支持性力量的存在, 该知识体系的诸多元

素已成为西方知识共同体和政策共同体的背景知识, 并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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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南方的兴起与新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的生成

进入 21 世纪, 随着全球南方的崛起, 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地贡献

了新的国际发展治理知识。 在此背景下, 一系列非西方知识元素正逐步得到系统性

开发, 推动了新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的生成, 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 在治理

愿景方面, 新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对发展目标的描绘更加全面和多元。 2015 年联

合国通过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 综合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强调了增

长、 生态可持续性、 发展的包容性和公平性等目标, 使发展目标更加全面和平衡。

中国也提出了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的

治理愿景。 这些目标在本质上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 都强调综合、 包容、 可持续

性和以人为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第二, 在治理方法论上, 新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

系更强调平等、 互利、 相互尊重的伙伴关系。 中国将发展合作的基本原则设定在共

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之下, 积极与各国进行发展战略对接, 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

展能力。① 这种更加扁平化的发展合作方法论正被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地运用于南南

合作中,② 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西方传统援助国的呼应。 第三, 在治理理论方面,

一些超越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理论和命题被创新性地提出并付诸实践, 如强调 “有效

市场+有为政府” 的新结构经济学、③ 经济特区的发展促进功能、④ 基础设施的发展

促进功能⑤以及渐进改革的发展促进功能等。⑥ 与西方学者不同的是, 中国学者更愿

意将自身的国际发展治理实践总结为平行经验分享和发展引导, 主张要因地制宜和

根据自身国情, 强调文明互鉴和融合模式。⑦

由此可见, 非西方的国际发展治理知识生产已经在治理愿景和方法论层面取得

了较大进展, 并在治理理论的建构方面呈现多元化趋势。 驱动新国际发展治理知识

体系生成的动力逻辑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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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全球南方国家在争取权威重构方面的努力是建构革新性治理愿景的首要

推动力。 进入 21 世纪, 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总量、 贸易份额、 发展融资额和构建合

作平台数量等方面已经占据世界的半壁江山,① 这激发了更强的权威重构诉求。 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对开放的设计过程进一步激发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参与热情,

使这些国家不断提出挑战西方 “主流” 话语的新主张, 批评西方发展观缺乏公平

性, 存在将环境与发展进行割裂的缺陷。② 同时, 学理思辨机制也有利于治理愿景

的革新。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批判发展理论在新自由主义的阴影下不断发展。

有学者从物质主义发展观的角度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 如阿图罗·埃斯科巴

(Arturo Escobar) 提出了批判发展理论, 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 对发展的定

义进行了人本主义扩展。③ 在这些新理论的基础上, 全球南方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的

理解也更加系统全面, 且更具发展中国家特色。 例如, 全球南方国家更强调发展与

环境的平衡, 更突出发达国家的义务, 反对借环境治理来牺牲发展。④ 这些概念为

发展目标的多元化和人本化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上述反思

性知识创新活动非常重要, 但权威重构机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知识创新活动的

首要和直接推动力。 批判主义、 人本主义和后发展理念在 20 世纪 90 年代颇为流行,

但这些思想并未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产生变革性影响。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中国在全球治理知识体系演进过程中

贡献了诸多关于世界秩序的主张, 如政策话语中的 “和谐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

体” 等理念以及学术话语中的 “天下体系” 等概念。 中国对国际发展治理愿景和

方法论的建构具有深厚的思想积淀。 在治理愿景方面, 中国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

时也强调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在方法论方面, 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可以追溯至 1964 年提出的对外援助

八项原则,⑤ 强调的是无附加条件、 相互尊重和互利共赢的核心观念, 与西方的援

助模式形成了鲜明对照。 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创新国际发展治理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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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 中国政府宣布了以平等互利、 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确立了中国

开展对外援助的基本方针。



　 2025 年第 12 期

思想之锚。①

第二, 中国在治理理论方面已成为国际发展治理领域重要知识的提供者。 中国

开展治理理论创新的动力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中国的发展为新发展理论提供了

实践基础。 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改革开放实践和产业发展政策等为国际

发展治理知识生产注入了新的内涵。② 二是相关学者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努力, 尝试提

炼中国的发展经验并将其理论化。 其中具有典型学理思辨性成果是关于政府和市场两

者紧密合作关系的研究。③ 三是中国学者在理论推广方面采取了一些独特做法。 对西

方而言, 在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和西方垄断国际发展治理权威的背景下, 西方学者

与政策制定者会不加思辨地将裁剪和美化后的西方式发展促进理论兜售给发展中国家。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中国知识界与政策界的学者和专家更加注重实践和体验, 并

未像西方发展经济学学者那样追求普遍化和一般化的理论模型建构。④ 此外, 不同于

西方的二元对立和不平等的知识生产模式与实践模式, 中国在国际发展治理目标和方

法论方面强调包容性、 不干涉和合作共赢等原则。 对这些原则的维护成为检验中国国

际发展治理实践绩效的标准。⑤ 自 2013 年以来, 中国发起了以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

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代表的一系列与国际发展治理相关的倡议和行动, 还设立

了中国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中心、 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等知识生产机构, 积极主动开展

关于发展知识的传播和互鉴工作。⑥ 这些行动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发展领域的国际权威,

扩大中国知识和中国方案的传播范围, 同时保证了知识生产过程的包容性。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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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总结了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的演化及其复合动力。 就国际发展促进理论

而言, 国际发展治理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议题领域, 因此相关理论的演化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现实世界中相关国家实施的政策在这类理论指导下能否有效解决特定的

发展问题。 同时, 以理论创新为目的的相关学理性争论及其结果也为知识共同体对

实践的解读提供了方向性指引。 除这两种驱动力外, 权威所有者还对具体有哪些理

论能够获得全球性影响力的议题进行了 “筛选”。 就治理愿景和方法论而言, 由于

西方的现代化知识体系与西方先发优势相互结合, 使得西方中心主义和不平等的国

际发展治理愿景以及方法论根深蒂固, 只有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际权威得到较大提

升的条件下, 这种局面才会被逐渐扭转。

表 1　 国际发展治理知识体系的演化及其动力机制

知识体系演化轨迹 变化的要点 学理思辨 实践反馈 权威重构

现代化→结构主
义发展理论

治理愿景和方
法论不变, 理
论发生变化

围绕 西 方 和 体 系 的 作
用、 线性发展观等问题
产生辩论, 受马克思主
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影响

发 展 中 国 家
( 主 要 是 拉 美
国家 ) 的持续
欠发展状态

发展中国家与发
达国家的博弈

结构主义发展理
论→新自由主义
知识体系

治理愿景和方
法论不变, 理
论变化

围绕体系和政府等维度
产生辩论, 引入新古典
经济学

智利的实验以及
对东亚发展模式
的初步解读

巩固了西方大国
保守势力的权力
优势和世界银行
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知识
体系的内部修补

治理愿景和方
法论不变, 理
论修补式渐变

对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
理论进行自由主义改造

结 构 调 整, 发
展援助的失灵

无权威重构, 主
要由西方主导

新自由主义知识
体系→新发展知
识体系

治理愿景和方
法论革新, 理
论多元化

以批判理论、 人本主义
发展理论和新合作原则
等新观念重塑发展观和
南北关系, 围绕政府与
市场的关系产生辩论,
对一般化知识生产持审
慎态度

对东亚 发 展 模
式的再 解 读 以
及对中 国 经 验
的理论化

中国、 全球南方
国家争取权威重
构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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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

随着全球治理变革的深入, 知识创新和推广的重要性日益突显。 近年来, 学界

出现了大量讨论知识创新的研究, 但没有系统地对知识演化的逻辑进行理论化分析。

本文聚焦全球治理问题, 首先将全球治理知识体系细分为治理愿景、 治理方法论和

治理理论三个组成部分, 然后结合相关理论并依据全球治理知识体系各部分的特点

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知识体系演化分析框架。 本文认为, 没有实践的知识创新是无

源之水, 知识虽然源于实践但经常受 “学理滤镜” 的塑造, 新旧知识的更替需要政

治机遇, 治理权威对全球治理愿景和方法论方面的知识生产能够发挥直接作用并间

接影响治理理论的演变。

本文的实证研究虽然关注的是国际发展治理领域, 但相关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也

适用于气候、 金融和安全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领域。 例如, 在全球气候治理愿景和

方法论的话语表述中出现了净零排放以及 “去碳化” 等新概念, 而气候治理理论从

最初强调强制性的国家行动转变为强调系统性和市场化的低碳转型, 体现了气候治

理在实践、 学理和权威结构方面的变化。 又如, 全球金融治理知识体系的演化进程

非常缓慢, 这反映了西方的强势与非西方替代性实践和学理知识储备不足的问题。

再如, 在安全领域, 在非洲联盟的领导下, 非洲国家正立足本土实践, 尝试提炼出

一套非洲特色的集体安全理论, 但这一努力受到政治权威不足、 知识共同体内部分

歧等因素的制约。①

中国是全球发展的重要贡献者, 也是全球治理知识的重要生产者和贡献者, 未来

可从四方面补充和完善非西方全球治理知识生产的条件: 一是加强对治理实践的总结,

可投入更多学术力量将中国的治理经验与全球治理实践相结合, 促使相关概念、 理念

和成功实践进一步理论化; 二是用 “两个结合” 的科学方法促进全球治理知识的生

产, 保持中国知识与世界知识的兼收并蓄; 三是继续提升和强化中国相关机构以及南

南合作机构的知识创新能力与影响力, 加强知识传播机制, 促进跨国学术交流; 四是

保持知识的包容性和弹性, 适时进行动态调整, 保持知识体系的开放性和活力。

(截稿: 2025 年 7 月 　 责任编辑: 赵远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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